
 

 

贸易自由化、成本加成与企业内资源配置

樊海潮1，张丽娜2

（1.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2.  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多产品企业出口在我国对外出口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中间品贸易在全

球贸易中重要性的逐步提高，在当前逆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研究多产品企业在面对贸易

自由化冲击时，如何通过调整其不同产品的成本加成，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并提高企业竞争力，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修改后的 De Loecker 等（2016）方法，估计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产品层

面的成本加成，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研究了我国多产品企业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条件

下，对其内部不同类型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差异。研究表明，进口中间产品关税下降会促使多产品

出口企业提高其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且对非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更大；随着产品排序的

增大，企业对其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也增大。也就是说，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缩小企业内部核

心与非核心产品间成本加成的差异，进而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影响机制分析与内生性和稳健性检

验进一步支持了文章的研究结论。文章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提高当前贸易摩擦频发环境下我国出口

企业的抗压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贸易新格局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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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多产品企业出口在我国对外出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一直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钱

学锋等，2013）。①另外，我国进口产品中 70% 以上为中间投入品（Fan 等，2018），因此探究我国多

产品企业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下的反应，更符合我国国情，也更具现实意义。特别地，在当前逆

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研究多产品企业在面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冲击时，如何通过调

整其不同类型产品的成本加成，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竞争力，对于新时代我国发展更

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

本文首先基于 Melitz 和 Ottaviano（2008）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成本加成可变的异质性企业模

型，从理论探讨了在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多产品企业对其核心与非核心产品成本加

成的调整差异。理论分析表明，在多产品企业中，核心产品具有最高的成本加成，距离核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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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学锋等（2013）的研究表明，2000−2005 年我国多产品出口企业数占出口企业总数的 75%，出口额占比超过 95%。

② 本文主要针对多产品企业进行研究，如无特殊说明，下文中的企业均指多产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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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远，成本加成越低；在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后，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有所提高，且与核心

产品相比，非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更大，距离核心产品越远，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越

大。这会缩小多产品企业内核心与非核心产品间成本加成的差异，进而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基于修改后的 De Loecker 等（2016）方法，估计了 2000−2006 年我国制造

业企业在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之后，利用高度细分的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检验了在贸易

自由化冲击下，多产品企业对其核心与非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差异。实证分析结果很好地

支持了理论模型的研究结论。本文还发现，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边际成本渠道来影

响企业的出口产品成本加成调整，进而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本文利用工具变量对可能存在的

内生性问题做了处理，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度量成本加

成，采用不同层面的关税水平，利用加工贸易做对照检验，考虑汇率冲击的影响，使用不同的产品

排序度量方式，考虑极端值的影响。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有着比较广泛且扎实的文献基础，同时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首先，本文的研

究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成本加成的角度提供了有关多产品企业出口绩效的理论与实证证据。

当前，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或经济增长的影响

（Lu 等，2012；余淼杰，2010）。尽管有学者从企业成本加成的角度进行了研究（钱学锋等，2015，

2016），但是这些研究或忽略了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或仅考虑了最终产品进口关税下降对企业成

本加成的影响，鲜有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关注多产品企业在产品层面对成本加成的调

整。①祝树金等（2018）虽然探讨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多产品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但是主

要侧重的是成本加成率，且相对缺乏理论支撑。本文则从成本加成水平入手，构建了相应的理论

模型，研究了多产品企业在面对贸易自由化冲击时，如何通过调整不同竞争力出口产品的成本

加成，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提高企业出口绩效。

其次，本文的研究补充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市场能力影响的研究。以往文献大多从发达国

家出发（Konings 等，2001；Chen 等，2009），本文则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证据，并重点从

多产品企业的产品排序、成本加成调整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等角度入手进行了分析。

再次，与本文研究有关的另一支文献讨论的是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内资源有效配置的影响

（De Loecker 等，2016；Arkolakis 等，2019）。De Leocker 等（2016）指出，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

最终产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而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本

文则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角度补充和丰富了这方面的研究。

最后，本文的研究也补充了有关进口中间品作用的实证文献。Amiti 和 Konings（2007）以及

Halpern 等（2015）等研究发现，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Bas 和

Strauss-Kahn（2015）以及 Fan 等（2015a）等研究表明，关税下降有助于促使企业提高其产品质量。

Goldberg 等（2010）以及 Feng 等（2016）等研究显示，进口中间投入品对提高企业出口绩效、扩大企

业出口产品范围等也有较大的作用。与这些文献不同，本文侧重强调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多产

品企业内核心与非核心产品成本加成及调整幅度以及资源配置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参照 Melitz 和 Ottaviano（2008）的研究，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来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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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an 等（2015a）以及 Fan 等（2018）同时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多产品企业成本加成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多产品企业在产品层面的成本

加成，但并没有考虑企业对不同类型（核心与非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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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产品企业核心与非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差异。

（一）消费。假定一国消费者数量为 L，且每个消费者可提供一单位的劳动力。代表性消费者

的效用函数如下：

U = qc
0+α ∫i∈Ω qc

i di−
1
2
γ ∫i∈Ω

(
qc

i

)2di− 1
2
η
(
∫i∈Ω qc

i di

)2 （1）

qc
0 qc

i α η

γ

其中， 和 分别表示基准产品与异质性产品的消费量。 和 表示基准产品与异质性产品之间的

替代程度， 表示异质性产品内不同类产品间的差异程度，它们均为正数。

qc
0 > 0

pi = α−γqc
i −ηQc Qc = ∫i∈Ω qc

i di Ω∗ ∈Ω
qc

0 > 0 qc
i > 0 N p̄ = αN−(ηN +γ) Qc

Ω∗ p̄ =
1
N ∫iϵΩ∗ pidi

qi = Lqc
i =

αL
ηN +γ

− L
γ

pi+
ηN
ηN +γ

L
γ

p̄(∀i ∈Ω∗) pi ⩽
1

ηN +γ
(αγ+ηN p̄) = pmax

pi = pmax pmax ⩽ α

假定任一消费者对基准产品的需求量均为正，即 ，则给定任一类异质性产品，其价格水

平满足 。其中， 表示消费者对异质性产品的整体消费量。令 表

示消费者所购买的异质性产品种类集合。由于假定 ，我们可得 ，故有 。

N 表示产品种类集合 中消费的种类数量， 表示产品的平均价格。因此，我们可得

，同时满足 。当且仅当消费

者对异质性产品的需求趋近于 0 时， ，且 。

φ

（二）生产。假定企业在生产时满足垄断竞争条件，由于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多产品企业，为了

反映企业生产不同产品时的异质性，与 Chatterjee 等（2013）以及 Mayer 等（2014）的设定类似，我们

用参数 来刻画这一异质性。

G (φ) (φmin,∞)

φ φ = ω−mφ0(ω > 1 m ⩾ 0) ωm

尽管一个多产品企业可能决定生产不止一种产品，但是每个企业均有一个能够代表其“核

心竞争力”的产品，该产品便是企业生产最有效率的产品。假定企业生产率服从一个已知且常见

的分布 ，其区间为 。①根据距离企业核心技术的远近，我们对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排

序，用 m 表示。m=0 代表企业的核心产品，m 值越大，表示距离核心产品越远，即企业生产这类产

品的效率相对较低。此时，企业生产率水平 可表示为 ， ， 度量的是企业所

生产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的发散程度。

φ在生产率水平 下，假定企业生产满足如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 φXµ
(
KβL1−β)1−µ （2）

X =
(
Z
ς−1
ς +M

ς−1
ς

) ς
ς−1

Z =
(
∫ 1

0 z
θ−1
θ

l dl
) θ
θ−1

M =
(
∫Ωm

θ−1
θ

h dh
) θ
θ−1

zl mh

Ω θ

θ > 1 ς

其中，K 和 L 分别表示企业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和劳动。X 表示生产中使用的一揽子中间投入品，

且由一揽子国内生产的中间投入品 Z 和一揽子进口的中间投入品 M 以 CES 方式加总而成，即

。两类中间投入品也各自以 CES 方式进行加总，可分别表示为：

和 。 和 分别表示企业使用的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 l 和进口中间产品 h 的数

量， 表示企业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种类集合。假定国内（进口）中间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为 且满

足 ，而进口中间投入品与国内生产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 。

pl ph

τh PD =
rβw1−β

ββ(1−β)1−β Pz =
(
∫ 1

0 p1−θ
l

) 1
1−θ

PM =
(
∫Ω (τh ph)

1−θ
) 1

1−θ

给定工资水平 w、资本利率 r、国内生产的中间投入品价格 、进口中间产品价格 和关税水

平 ，我们可用 来表示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复合价格，用

来表示国内生产的中间投入品价格指数，用 来表示进口中间投入品价格指数。

因此，企业生产第 m 种产品的边际成本为：

ωmc0 = ω
m Bµ

φ0

P1−µ
D PµZ

µµ(1−µ)1−µ （3）

樊海潮、张丽娜：贸易自由化、成本加成与企业内资源配置

① Melitz 和 Ottaviano（2008）、樊海潮和张丽娜（2018）等采用了同样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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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1+ (

PM

PZ

)1−ς 1
1−ς

c0 =
Bµ

φ0

P1−µ
D PµZ

µµ(1−µ)1−µ其中， ， 。①

q (m) =
L
γ

[
pmax− p (m)

]
cD

q (cD)

p (cD) = cD = pmax

（三）企业最优化行为。对企业第 m 种产品的需求为 ，用 来表示企业

生产某种产品获利的临界成本，当获利为零时，产品需求 为零。均衡条件下产品的价格水平

与边际成本相同，即 。
L
γ

[
pmax− p (m)

] [
p (m)−ωmc0

]
给定产品需求，企业选择最优价格以最大化其利润 。由一阶条件

可知，企业产品的最优价格满足：

p =
1
2

(pmax+ωmc0) =
1
2

(cD+ω
mc0) （4）

µ (m,c)根据式（4），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 可表示为：②

µ (m,c) = p (m,c)−ωmc0 =
1
2

(cD−ωmc0) （5）

∂ logµ
∂m

=
−c0ω

m lnω
cD−ωmc0

< 0对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取对数，并对 m 求导可得， 。这说明在多

产品企业内，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最高，非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相对较低，而且随着企业产品排

序的逐渐增大（距离核心产品越远），其成本加成逐渐降低。

τh将式（5）对进口中间品的关税水平 求导后可得：

∆logµ
∆ logτh

= − µc0ω
m

cD− c0ωm

P1−σ
M

P1−σ
M +P1−σ

Z

(τh ph)
1−θ

∫Ω (τh ph)
1−θ （6）

式（6）右侧为负值，故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即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有助于提高多产品企

业的出口产品成本加成。进一步将式（6）对产品排序 m 求导可得：

1
∆ logτh

∂∆logµ
∂m

= −µc0cDω
m lnω

(cD− c0ωm)2

P1−σ
M

P1−σ
M +P1−σ

Z

(τh ph)
1−θ

∫Ω (τh ph)
1−θ （7）

∆ logτh ∆ logτh < 0

∂∆logµ/∂m > 0

式（7）右侧为负值，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中间品关税下降）意味着 为负（ ），

故有 。即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多产品企业内非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调整

幅度相对更大。由此，我们可得如下理论命题：

命题：在多产品企业内，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最高，非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水平则相对较

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会促使企业提高其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且对非核心产品的调整幅

度相对较大。随着产品排序的逐渐增大（即距离核心产品越远），企业对其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

也逐渐增大。

那么，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又如何影响企业内资源配置呢？Lerner（1934）研究指出，在一

般均衡环境中，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相对价格而非绝对价格。在不存在其他低效率时，如果所有

的价格都融入了相同的成本加成，那么相对价格将正确解释相对成本，形成资源的最优配置。也

就是说，不同产品间成本加成的差异程度可用来衡量多产品企业在不同产品间的资源配置。

Epifani 和 Gancia（2011）、Peters（2011）以及钱学锋等（2015）采用了同样的方式来衡量企业（部门）

内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些研究均表明，企业（部门）间成本加成的离散程度越高，资源在生产商间

的配置效率越低。不同的成本加成往往代表着不同的利润水平，企业通过调整不同产品的成本

加成，可以影响其定价和需求（出口价格、数量等），从而影响企业对不同产品的生产决策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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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 φ0 ω−mφ0 ωmc0① 表示与生产率水平 对应的成本，即当生产率水平为 时，企业的边际成本为 。

② 这里的成本加成是绝对成本加成，即上文所说的成本加成水平（下文统称成本加成），计算方法详见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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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根据本文的理论命题，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后，企业对非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调整幅度更

大。这会缩小核心与非核心产品间的成本加成差异，优化企业在不同产品间的资源配置，提升出

口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三、数据来源与指标介绍

（一）数据。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有交易层面的中国海关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由于加工

贸易企业的进口产品和出口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委托方的限制，本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从事

一般贸易的企业。鉴于 2002 年前后我国海关数据所用 HS 编码存在不一致，本文根据 United
Nation 网站上提供的 HS96 与 HS02 编码转换码做了调整，最终把所有数据都整合到 HS96 码层

面。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可能存在企业误报现象，根据 Cai 和 Liu（2009）的研究以及公认

的会计原则，本文要求研究样本需满足：（1）总资产大于流动资产；（2）总资产大于总固定资产；

（3）总资产大于固定资产净值；（4）企业 ID 码不能缺失且唯一；（5）企业建立时间不得缺失。

本文采用以下步骤对上述两个高度细化的大型面板数据集进行匹配合并：（1）根据公司名

称进行匹配；（2）根据电话和邮编进行匹配；（3）根据电话和联系人姓名一起进行匹配（Fan 等，

2015b）。匹配合并后的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为 2000−2006 年，其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分别占海

关数据总出口值和总进口值的 52.4% 和 42%。①

（二）企业−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与 Fan 等（2015a）及 Fan 等（2018）一致，本文基于修改后

的 De Loecker 等（2016）方法来估计企业−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受篇幅限制，详细的估计方法可

参见 Fan 等（2017）。

ρ f ht

在具体求解过程中，De Loecker 等（2016）假定企业内所有产品生产所用的中间投入份额加

总为 1。但在中国贸易数据中，绝大多数企业都不是纯出口企业，它们从事出口业务的同时也从

事国内业务，而且难以获得企业国内销售额占总收入份额的数据。因此，我们不能直接使用

De Loecker 等（2016）中的假定。参照 Kee 和 Tang（2016）的研究，本文假定 t 时刻任意企业 f 生产

的不同产品的中间投入份额 之和等于该企业的总出口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②采用数值计算

法（numerical methods）可求解得出多产品企业的成本加成率：③

µ̂ f ht = θ̂
M
f ht

P f htQ f ht

exp
(
ρ̂ f ht

)
PM

f htV M
f ht

（8）

θ̂M
f ht β

P f htQ f ht exp
(
ρ̂ f ht

)
PM

f htV
M
f ht

其中， 表示产品层面原材料的产出弹性，且该弹性可表示为由生产函数中参数 所组成的方

程； 表示产品 h 的出口额，该数据可直接从关税数据中获得； 表示生产产品

h 使用的原材料。④进一步变换可得产品的成本加成水平（与式（5）相对应）：

µ f ht = P f ht −
P f ht

µ̂ f ht

（9）

（三）中间与最终产品进口关税。参照 Amiti 和 Konings（2007）的研究，我们可计算得到中间

与最终产品所属行业的进口关税，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基于 HS8 产品分类代码与 2002 年中国投

樊海潮、张丽娜：贸易自由化、成本加成与企业内资源配置

① 本文的匹配结果与 Fan 等（2015b）、Fan 等（2018）以及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基本一致。

② 为排除这一修改可能造成的偏误，我们将样本限定为样本期内只从事出口的企业，采用原假定重新估计了成本加成。结果发现，长期

来看，这一修改没有改变原文的基本结论。受篇幅限制，文中未列示这部分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③ 与 De 的 Loecker 等（2016）的研究类似，若给定所有产品的中间投入份额在 0 与企业总出口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之间（不包括端点），则

方程组解的条件是唯一的，且与未知变量的初始值无关。为排除存在角点解的情况，我们剔除了不超过 0.5% 的样本。

θ̂M
f ht = β̂m+2β̂mm

(
ρ̂ f ht +m f t

)
+β̂lm

(
ρ̂ f ht + l f t

)
+ β̂mk

(
ρ̂ f ht + k f t

)
④ t 期产品 h 生产所用原材料的产出弹性可表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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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output
kt τinput

it aki

τinput
it =

∑
k akiτ

output
kt

入产出表行业代码的匹配码，对进口关税在三分位的投入产出代码层面取平均，得到行业 k 在

t 时刻的最终产品进口关税水平 。令 表示行业 i 在 t 时刻的中间投入品关税， 为行业

i 在生产中来源于行业 k 的产品投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由 Amiti 和 Konings（2007）可知，

，即投入品关税为产出品关税的加权平均。

四、基准结果分析

这部分主要采用以下回归方程来检验上文提出的理论命题：

∆mkp f ht =β0∆duty_init +β1∆duty_init ×PR+β2duty_outit

+β f∆χ f t +βi∆χit +φ f +φt + ϵ f h

（10）

mkp f ht

duty_init

duty_outit

φ f φt ∆

其中，f、h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HS6 产品编码和年份。 表示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PR 表

示企业出口产品排序，产品排序越高（数值越大），距离核心产品越远。① 表示 CIC 四分位

层面行业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关税水平。由于最终产品关税下降会通过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

品的成本加成，本文在回归中也控制了行业层面的最终产品关税水平 。可变成本加成

的相关研究（Melitz 和 Ottaviano，2008；Arkolakis 等，2012）表明，企业生产率越高，成本加成也会越

高。也就是说，进口中间投入品关税下降也可能通过生产率渠道对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产

生影响。为了排除这一影响因素，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此外，我们还

控制了企业的其他特征，如工资水平、规模（以雇用的员工数量来衡量）以及资本−劳动力比等，

行业特征则包括平均工资水平、资本密集率、受高等（大学）教育员工比例以及行业集中度等。

和 分别表示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② 表示变量在年份层面取一阶差分，所有变量在取差分

前均做了对数化处理，且回归结果都在行业层面做了 cluster 处理。③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1 中列（1））显示，产品排序与进口中间品关税变化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后，距离核心产品越远，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越大。换句话说，

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与核心产品相比，多产品出口企业倾向于更多地调整非核心产品

的成本加成。结合上文理论命题与现有相关研究，在多产品企业内，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水平相

对较高，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后，所有产品的成本加成水平均有所提高；但与核心产品相比，非

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更大，而这会缩小核心与非核心产品间成本加成的差异，优化企

业在不同产品间的资源配置，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De Loecker 等（2016）指出，由于估计企业−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时所用的生产函数是建立

在 CIC 二分位上的，使用普通 OLS 回归可能会影响成本加成的估计精度，从而影响本文的结论。

为此，我们参照 De Loecker 等（2016）、Fan 等（2018）等研究，以二分位的 CIC 行业层面样本数作为

权重进行了加权回归，结果见表 1 中列（2）。从中可知，在使用加权回归后，产品排序与进口中间

品关税变化的交乘项系数仍显著为负。为方便对比，我们在下文中同时汇报了加权回归和未加

权回归的结果。如无特殊说明，偶数列为加权回归结果，奇数列为普通 OLS 回归结果。此外，钱

学锋等（2015）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可能因期限长短而有所差异。为

此，我们对关税水平做了四阶差分，重新对式（10）进行了回归，结果见表 1 中列（3）和列（4）。④不

  2019 年第 5 期

① 由于产品排序变量在取一阶差分时被消掉了，式（9）中并不包含 PR 的一阶差分项。但当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产品排序变量 PR 时，正文

结论仍然成立。

② 参照 Eckel 等（2015）的研究，在控制了企业−年份固定效应和产品−年份固定效应后，正文结论仍然成立。

③ 若将回归结果分别在企业、行业−年份与企业−年份层面做 cluster 处理，上述结果依旧成立。

④ 二阶、三阶与五阶差分的结果仍支持正文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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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发现，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这与预期吻合。即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进口中间品贸易

自由化后，在多产品企业内，距离核心产品越远，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越大。

五、机制分析与内生性检验

（一）影响机制。文章的理论模型表明，贸易自由化可通过边际成本渠道对企业成本加成的

调整产生影响。我们在这部分主要对这一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我们将基准回归中的因变量（出

口产品成本加成变化）替换为出口产品边际成本变化，回归结果见表 2 中列（1）和列（2）。与基准

回归结果（见表 1 中列（1）和列（2））恰好相反，产品排序与进口中间投入品关税变化的交乘项系

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贸易自由化确实会影响不同产品的边际成本调整，进而影响企业对其出口

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进一步地，我们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了企业边际成本变化，以控制边际成本

渠道的影响。①如果贸易自由化确实可通过边际成本渠道影响企业对其核心与非核心产品成本

加成的调整，那么我们预期在控制了边际成本之后，交乘项系数将显著变小或不再显著。表 2 中

列（3）和列（4）显示，在控制了边际成本变化之后，产品排序与进口中间品关税变化的交乘项系数

依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进一步说明边际成本是重要的影响渠道，而这一结果也验证了 Mayer
等（2014）的研究。

表 1    出口产品加成变化与企业出口产品排序

（1） （2） （3） （4）

Δduty_in×PR −2.735***（0.727） −2.863***（0.827） −1.697***（0.276） −1.690***（0.332）

Δduty_in 0.823（1.336） 0.809（1.493） 0.591（1.071） 0.746（1.166）

Δduty_out −0.348（0.947） −0.028（0.902） −1.149（0.811） −1.148（0.803）

ΔTFP 0.477***（0.046） 0.465***（0.045） 0.506***（0.063） 0.491***（0.065）

其他企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3 340 83 340 57 814 57 814

R2
0.249 0.272 0.251 0.25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PR 表示以出口额来衡量的产品排序，TFP 表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

业的其他特征包括资本−劳动比、规模（以员工数量来衡量）以及员工工资等，行业特征则包括平均工资水平、资本密集率、受高等（大

学）教育员工比例以及行业集中度等。偶数列表示加权回归的结果，奇数列表示未加权回归的结果。括号内为经行业层面 cluster 处

理的标准误。下表同。

表 2    出口产品加成变化、边际成本变化与企业出口产品排序

（1） （2） （3） （4）

Δduty_in×PR 2.267***（0.798） 2.496***（0.920） −0.332（0.497） −0.219（0.487）

Δduty_in −1.136（1.326） −1.349（1.542） −0.381（0.650） −0.620（0.625）

Δduty_out 0.109（0.773） −0.261（0.758） −0.232（0.702） −0.304（0.666）

ΔMC − − −1.060***（0.006） −1.059***（0.006）

ΔTFP −0.480***（0.047） −0.470***（0.047） −0.032**（0.015） −0.032**（0.016）

其他企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樊海潮、张丽娜：贸易自由化、成本加成与企业内资源配置

β1① 若基准回归中控制企业边际成本变化及其与产品排序的交乘项，系数 仍显著为负，但数值明显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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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问题。Amiti 和 Konings（2007）的研究表明，使用企业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关税

问题存在较大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对单个企业而言，行业层面的关税变化可视为外生的，

但由于一国关税政策的制定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例如，某些行业的寻租行为可能会影

响相关政策的制定），行业层面的关税变化可能不再外生。为此，我们利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这

一内生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

参照 Goldberg 和 Pavcnik（2005）的研究，本文使用贸易自由化前的关税水平和滞后一期的关

税水平这两个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重新对式（10）进行了回归，结果见表 3。①其中，

列（1）和列（2）以 1999 年进口关税水平为工具变量，列（3）和列（4）以滞后一期进口关税水平为工

具变量。同样地，偶数列表示加权回归的结果。由表 3 可知，在两种工具变量回归下，交乘项系数

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此外，表 3 还汇报了 Kleibergen 和 Paap（2006）的 rk 统计量以及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第一个统计量主要用来识别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是否存在相

关性，后两个统计量则主要用来检验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是否存在弱相关性，即工具变

量是不是弱工具变量。由检验结果可知，三个统计量都拒绝了原假设，进一步说明我们选取的工

具变量是有效且合适的。

六、稳健性检验

（一）使用不同的产品加成度量方式。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估计生产函数时使用的是来自国

 

续表 2    出口产品加成变化、边际成本变化与企业出口产品排序

（1） （2） （3） （4）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3 340 83 340 83 340 83 340

R2
0.266 0.290 0.782 0.791

表 3    出口产品加成变化与企业出口产品排序（工具变量法）

（1） （2） （3） （4）

Δduty_in×PR −7.743***（0.708） −10.278***（1.045） −6.107***（0.563） −7.525***（0.744）

Δduty_in 9.643（11.718） 6.134（13.971） 4.201（10.439） 9.631（15.844）

Δduty_out −6.025（10.013） −2.939（11.539） −4.676（13.922） −7.179（17.647）

ΔTFP 0.474***（0.027） 0.459***（0.027） 0.475***（0.027） 0.460***（0.028）

其他企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K-P rk LM 统计量 108.638 118.842 55.487 50.564

C-D Wald F 统计量 81.198 96.347 41.091 39.037

K-P rk Wald F 统计量 50.556 54.817 24.769 21.433

Prob>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观测值 74 944 74 944 74 944 74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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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样本的时间跨度为 2000−2006 年，因此使用 1999 年进口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关税水平作为关税变化的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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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计局的企业层面的实际产出数据。由于该数据并没有提供详细的企业层面的价格与产出数

据，参照 Lu 等（2012）以及 Fan 等（2018）的研究，本文使用企业收益额除以所属行业的产出价格

指数来获得其物量生产数量数据。然而，不同企业生产的同一种产品的价格可能不尽相同，使用

行业层面的价格指数可能会造成遗漏变量偏误等问题（De Loecker 和 Goldberg，2014）。为了排除

这一因素的影响，我们使用 2000−2006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产品层面的物量生产数据，重新对

成本加成进行了估计。①回归结果见表 4 中列（1）和列（2），交乘项系数仍显著为负。同时，在基准

回归中，为便于计算，我们并没有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加入劳动、资本与原材料的三重交乘

项。为了排除这一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加入了这一交乘项，回归结果见表 4 中列（3）和列

（4）。由表 4 结果可知，使用新的方式来估计成本加成并未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

mk
i,t = 1

（二）使用不同的关税衡量方式。Fan 等（2015）的研究表明，企业层面的关税可以较好地刻画

关税下降所带来的集约边际效应。为此，我们在使用企业层面的关税数据来替代基准回归中行

业层面的关税数据，重新对式（10）进行了回归，结果见表 5 中列（1）和列（2）。企业层面关税的计

算方式参见 Yu（2015）。考虑到使用加权方式计算关税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Fan 等，

2015a），我们令权重 ，计算并使用了非加权的企业层面关税水平。②此外，我们还使用了产

品层面的关税水平来替代行业层面的关税水平（见表 5 中列（3）和列（4））。与基准回归（见表 1 中

列（1）和列（2））结果一致，表 5 中所有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其绝对值相对较小。这主要是因

为，某些企业使用的中间投入品可能是同一行业内其他企业进口的，这类活动可以被行业层面

的关税所捕捉，但很难在企业和产品层面的进口关税水平上反映出来。

表 4    出口产品加成变化与企业出口产品排序（使用不同的产品加成度量方式）

（1） （2） （3） （4）

Δduty_in×PR −2.794***（0.730） −2.936***（0.847） −2.453***（0.508） −2.582***（0.536）

Δduty_in 1.169（1.374） 1.034（1.541） 3.268**（1.418） 3.824***（1.470）

Δduty_out −0.204（0.946） 0.162（0.914） −1.258（0.784） −1.394*（0.789）

ΔTFP 0.474***（0.046） 0.460***（0.046） 0.517***（0.071） 0.494***（0.064）

其他企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2 213 82 213 85 232 85 232

R2
0.249 0.276 0.256 0.282

表 5    出口产品加成变化与企业出口产品排序（使用不同的关税度量方式）

（1） （2） （3） （4）

Δduty_in×PR −0.550***（0.205） −0.399*（0.203） −2.539***（0.760） −2.684***（0.877）

Δduty_in 0.454（0.289） 0.242（0.321） 0.990（1.326） 1.216（1.502）

Δduty_out − − −0.048（0.799） 0.066（0.815）

ΔTFP 0.416***（0.048） 0.411***（0.047） 0.473***（0.045） 0.459***（0.045）

其他企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樊海潮、张丽娜：贸易自由化、成本加成与企业内资源配置

① 受篇幅限制，这里略去了有关物量生产数据的具体介绍和相关估计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使用该数据估计得到

的企业在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与上文估计结果的相关性高达 79.58%。

② Fan 等（2015a）等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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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加工贸易进行对照检验。Manova 和 Yu（2016）的研究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加工

贸易市场份额占比较高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一般而言，加工贸易主要有来料加工

与进料加工两种方式。在这两种方式下，企业都会免征进口关税或享受一定程度的关税减免。

因此，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来说，进口中间投入品关税的下降对其出口产品绩效的影响较小

或几乎没有。因此，我们可将加工贸易企业作为对照组，检验上文结论的可信性。也就是说，与

基 准 回 归 结 果 相 比 ， 在 加 工 贸 易 样 本 中 ， 交 乘 项 系 数 的 绝 对 值 应 显 著 较 小 或 不 再 显 著 。 ①

为便于对比，表 6 同时汇报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回归结果（见列（1）和列（2））。从中可以发现，在使

用加工贸易样本进行回归后，交乘项系数依然为负，但不再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同

时说明与一般贸易企业相比，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后，加工贸易企业内核心与非核心产品间成本

加成的调整差异并不明显。

（四）考虑汇率及其他影响因素。②钱学锋和范冬梅（2015）的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会对企业成

本加成的调整产生影响。特别地，Tang 和 Zhang（2012）、许家云等（2015）等研究指出，汇率升值或

变动对中国出口企业的进退及产品生产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在样本期内（2005 年），人民币经

历了一次大幅升值，导致其对外币汇率出现了巨大的波动。这一汇率波动会间接影响企业对不

同国家的出口决策，进而可能影响其对核心与非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进行调整。为了排除汇率

因素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剔除 2005 年及以后的数据，重新进行了基准回归。结果发现，交乘项系

数仍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在考虑汇率波动的影响后，本文的基本研究结论并未发生改变。

 

续表 5    出口产品加成变化与企业出口产品排序（使用不同的关税度量方式）

（1） （2） （3） （4）

行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1 012 31 012 80 460 80 460

R2
0.214 0.228 0.252 0.278

表 6    出口产品加成变化与企业出口产品排序（基于加工贸易企业的对照检验）

（1） （2） （3） （4）

Δduty_in×PR −2.735***（0.727） −2.863***（0.827） −2.441（1.753） −2.730（1.843）

Δduty_in 0.823（1.336） 0.809（1.493） 1.833（1.411） 1.944（1.403）

Δduty_out −0.348（0.947） −0.028（0.902） −0.173（0.922） −0.297（0.925）

ΔTFP 0.477***（0.046） 0.465***（0.045） 0.713***（0.117） 0.727***（0.116）

其他企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3 340 83 340 29 852 29 852

R2
0.249 0.272 0.325 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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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出口企业中，样本期内存在着同一企业先（后）从事加工贸易，后（先）从事一般贸易的情况。为了剔除企业在个别年份从事一般

贸易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这里将样本限定为样本期内各年都仅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

② 受篇幅限制，这部分结果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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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核心产品定义可知，企业核心与非核心产品同产品出口额存在较大关联，两者的出

口额存在较大差异，而同一企业内的多数非核心产品的出口额基本相差不大。换句话说，出口额

相差较小的两类产品排序却可能相差较大。为了排除部分非核心产品出口额相近但产品排序相

差较大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将样本限定为企业内排在前 30 位（或前 50 位）的产品。同时，在基准

回归中，产品排序变量不随时间变化。考虑到产品排序与其出口额有关，而产品出口额随时间可

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我们将基准回归中不随时间变化的产品排序变量替换为随时间变化的变

量；另外，我们还考虑了长阶差分以及控制企业−年份、产品−年份固定效应等情形。在以上所有

情形下，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上文所得结论仍成立。最后，在考虑极端值的影响后，上文所得

结论也仍成立。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理论命题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极强的稳健性。中间产品

关税下降后，多产品企业会通过更多地调整非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缩小其与核心产品间的成

本加成差异，优化企业在不同产品间的资源配置，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Melitz 和 Ottaviano（2008）的研究，通过构建一个成本加成可变的异质性企业模型，

探究了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多产品企业对其核心与非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差异。

理论分析表明，在多产品企业中，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最高，非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则随产品排

序的增大而降低；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企业会提高所有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且对非核

心产品的调整幅度相对较大，距离核心产品越远，成本加成的提高幅度越大。之后，本文利用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估计了企业在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并构建实证模型检验了

理论命题。此外，本文还发现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可通过边际成本渠道来影响企业内的资源

配置及调整。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对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推进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一

定的政策启示。本文建议：（1）要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尤其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进程。本文研

究表明，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多产品出口企业会调整其核心与非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

进而整合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这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加速我国出口企业内的产品

组合调整，促进产品优胜劣汰。这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出口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的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所讲的，开放带

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应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扩大开放，施行更加全面、

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2）要推动、引导、鼓励外贸企业实施产品多元化战略。以往的研究表

明，贸易自由化不利于企业弱势（非核心）产品（产业）的发展；而本文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

化后，与核心产品相比，我国出口企业会更大幅度地提高非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缩小其与核心

产品间的成本加成差异，从而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因此，我们建议在进一步推动中间品贸易自

由化的同时，相关部门应推动、鼓励、引导我国出口企业实施产品多样化和多元化战略，以更好

地提升其综合竞争力，推动新时代背景下的贸易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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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multi-product firms has aroused wide atten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e, data show that about 75% of the total export enterprises are multi-product

firms in China, and the exports of MFNs take up more than 95% of the total export values between 2000 and

2005. Additionally, based on the product classification by BEC (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 the impor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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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te goods account for more than 70% of Chinese total import values. Therefore, it is more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significant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ermediate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Chinese multi-product firms. Especially, with the rising events of de-globalization, the study on how to face

the shock of intermediate liberalization by adjusting the markups of different products, and to optimize the re-

source allocation within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MFNs, becomes of much

greater importance for China nowaday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we first theoretically construct a heterogeneous firm

model with the variable markup, and then estimate the firm-product level markup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by modifying the augmented approach proposed by De Loecker, et al. (2016). Using highly disaggreg-

ated Chinese firm-level data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NBSC) and Chinese Custom

dat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uncovers the patterns of how Chinese multi-product exporters adjust the markups

of their core and non-core products, during the intermediate trade liberalization. We find that core products en-

joy the highest markup in a multi-product firm and the firm tends to adjust its non-core products’ markups

more after the reduction of intermediate input tariff.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closer a product situates to the

core product in the product rank ladder, the greater extent that the firm would adjust its markup to. This indic-

ates that the intermediate input liberalization would help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core and the non-core

products within the multi-product firms, and thus optimiz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ddition, we do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which further support our aforementioned main findings.

　　On the one hand, our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by examining whether and how in-

put tariff reduction would help to adjust the markups between the core and non-core products within MFN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is complementary to a large body of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market power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proces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specially the intermediate trade liberalization, to help to optimiz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in firms. In contrast to the previous study which shows that trade liberalization can be not to the benefit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ak (non-core) products (industries), we find that after the tariff reduction of intermedi-

ate goods, Chinese exporters tend to improve the markups more for the non-core products. Therefore, we sug-

gest that one should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in the MFNs,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exporters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confront the

worldwide intensive pressure by the frequent rising trade frictions, and then help to co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up national strength with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intermediate trade liberalization； product mix； multi-product firms； markup； resource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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